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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鸦片战争以来，东西方文化冲突加剧，清政府在被

迫打开国门，并逐渐开始向西方学习的同时，对内依然奉

行传统的儒家思想，试图继续用传统的思想观念来控制民

众。而这一做法必然会导致东西方文化在碰撞中爆发冲突，

天津教案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。我们或可通过分析晚清

在这一事件中在意识形态控制方面的种种做法与弊端，进

而管窥晚清以来清政府在相关问题上的政策得失。

一、天津教案中清政府的意识形态控制政策

自近代以来，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，清政府在意识形

态控制方面缺乏足够的应对，面对困境往往处于守势，采

取保守的控制手段，具体来说，晚清政府无力应对大量新

思想的出现，只得用垄断的手段，尽可能的让民众无法接

触到新的信息。较为明显的例子便是官方控制报纸并封锁

信息。报纸作为新出现的信息传播媒介，其重要性逐渐为

清政府所认识，“国家认识到了报纸的作用，因此构建起

了新闻宣传的垄断工具，控制了报纸新闻的发布权和解释

权。”[1]

清政府控制报纸的手段主要是采取各种管制措施，通

过颁布相关的报律和举办大量官报，以此达到控制报纸舆

论的目的。[1]

正是在管控了报纸的这一背景下，清政府在意识形态

工作中往往可以采取垄断式信息输出的做法。在天津教案

中，面对蜂起的谣言，清政府并不着力澄清，反而任其发酵，

这正是清政府进行垄断式信息输出的体现。因为清政府掌

握了意识形态控制的主要渠道，清政府不澄清谣言，那么

民众就会对于谣言信以为真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天津教案

的发生，正是清政府一直以来垄断信息输出，控制民众思

想所导致的恶果。

因此，在教案发生后，清政府一些有见识的官员试图

对以前的做法进行修正。为了平息事件，曾国藩曾首先致

力于澄清谣言。在他的努力下，许多在教案中流传甚广的

谣言得以澄清，如望海楼教士挖眼刨心之事和育婴堂女婴

死亡的原因。随着调查的深入，曾国藩认识到民众对于教

堂种种行为积怨已久是天津教案爆发的内因。因此，曾国

藩顶着各方的压力，提出了天津教案的解决方案，即“辩

诬；惩凶；赔款；将天津府县撤职”。[2] 曾国藩虽从避免

教案更加复杂的角度出发，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，“但是

他的行为却招致朝野内外的一致抗议，被冠以“卖国贼”

的称号，在舆论的压力下，曾国藩不得己“自请交部严加

议处”，并在八月二十八日的奏折中，改口肯定传闻可能

实有其事。”[3]

曾国藩所建议的举措失败意味着关于天津教案的谣言

并未得到妥善解决。究其原因而言，正是在于晚清长期所

坚持的意识形态控制政策下，民众无法形成对相关问题的

正确认知，而传统的惯性又导致纠正这一做法的努力必然

陷入于之前的措施相矛盾的境地，从而使这一问题的处理

注定陷入僵局。

二、天津教案中清政府的意识形态控制特点

天津教案中清政府所采取的意识形态控制措施是清政

府在时局下的选择，既体现了清政府作为当时中国的官方

在意识形态控制方面的能力，又体现了时代特色。笔者认为，

从天津教案中清政府的意识形态控制主要呈现如下特点：

1. 持民抵洋，奢求民心可用。
鸦片战争后，清政府面对列强的入侵，发现传统的“羁

縻”政策不能发挥作用，又无法与之抗衡，便着力寻找新

的应对之策。而在此过程中，晚清的官员们逐渐发现洋人

对中国普通民众存在一定的敬畏心理，而儒家传统中要获

得“民心”的传统观念亦使得各级官员们产生出与洋人的

斗争中“民心可用”的想法。由此他们采取了“以民制夷”

的策略。[4] 这一点在天津教案中表现的尤为明显。在天津

教案中，天津的地方官员，针对种种不利于洋人的谣言，

听之任之，其意图在于利用谣言在民众中发酵，来牵制洋

人。“街肆间已将五月二十三日之事编成歌曲，并绘图刻板，

印刷扇面斗方以鸣得意，虽经查禁，仍复嚣张如故”，“津

民气本浮嚣，清议复多”。[5] 清政府企图通过这样的手段

将民众的意识形态掌握在手中，试图利用“民心”来塑造

一个可以对抗外敌的虚假国家形象。

不仅整个事件的发生与当地官员的这一心态有关，即

使在后来曾国藩奉命到天津处理时，朝廷上下许多人依然

力主“民心可用”，“他们主张立刻开战，希望曾国藩能

够借助天津百姓对洋人的愤懑，联合英俄，调兵遣将，以

驱逐洋人。”[2]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，这是“一些顽固派官

员从自己的‘集团私利’出发，屡屡以激发民众的‘爱国

激情’作为与洋务派争权夺利的手段。他们以此方法使自

己占据‘道德高地’，而置洋务派于‘妥协’、‘卖国’、

万众唾骂的‘道德劣势’，以达削弱对手权势、壮大自己

实力的目的。”[6]

如果说，清政府“民心可用”的想法能真正引导民众

上下一心，共同对敌，那么这种做法未尝没有可取之处。

但清政府的做法，其目的只是利用并驱使人民作为抵抗洋

人的“棋子”，一旦形势不妙便会立刻抛弃。在天津教案

事件中，面对列强气势汹汹的压力，清政府最终决定妥协

求和，并毫不犹豫地牺牲之前试图笼络的“民心”，以损

害民众利益来换取同洋人正常交往的机会。“在接到发生

教案的奏报后，朝廷即决定“著将为首滋事之人，查拿惩

办，律照公允”，并下旨斥责天津府、县处理不当，“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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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民情浮动，聚众滋事，均属咎无可辞，”并将之免职，“以

安各国之心，而弛衅端。”[4] 用牺牲民众的性命来换取清

政府同西方交往的平静，以此来稳定清政府的“国家”形象。

从结果来看，清政府利用民心来对抗洋人，希冀来维

护国家形象，从而掌握民众的意识形态控制工作这一做法，

最终是无效的。这一点，连当时清政府的官员对此也是洞

若观火，“王家璧认为曾办此案‘亦负谤声’，对辅助办

案的丁日昌他则攻击其为丁鬼奴 , 称“其抑民奉外 , 罗织

株连 , 以求快洋人之意 , 自可想见。”[7] 安徽巡抚英翰也

批评“在津诸臣措置失宜 , 招外侮而失民心。”[8]

2. 缺乏应对经验，处置前后失当。
作为近代影响巨大的教案，天津教案牵涉颇广，一度

引发了严重的国际纠纷。[9] 此时的清政府本就处于外有与

多国外交僵局、内有回捻之乱的危局之中。这就使得清廷

在处理教案时底气不足，但这一事件中民众的爱国又热情

高涨，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，天津教案就显得格外复杂。

面对这样一起复杂的教案事件，清廷显然缺乏基本的

应对之策，其中重要的原因，当然是和清廷缺乏相关的处

理经验有关，必须承认，曾国藩已经是清廷中了不起的人

才，但是即使是他，相关的外交经验明显不足，天津教案

“是他的第一次外交实践活动。”[2] 经验的缺乏使得清廷

在处理这起案件时只能“摸着石头过河”，经常陷入左右

为难的境地也就不足为奇了，虽然之前中国也有不少教案，

但是这样空前激烈的事件还是第一次，并没有“前车之鉴”

可言。而清政府本身执政能力就存在严重不足，其腐朽和

落后，注定使其无法采取妥善的措施安抚群情激愤的民众，

意识形态上的失控已不可避免。

三、天津教案中清政府意识形态控制效果分析

总的来看，天津教案中清政府的做法使得其民心尽失，

其意识形态控制完全失效。究其原因，主要有以下因素：

第一，近代以来，清政府的传统意识形态在西方文化

的冲击下，无法继续保持其独特优势。清政府的传统意识

形态是御定的程朱理学，在这一文化思想的指导下，“以

血缘家族为纽带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家族集体文化，从而泯

灭了个体的价值。”[10] 基于此，在天津教案中，清政府固

执地认为民心可用，认为牺牲民众的利益，可以换来政局

的稳定。但是，近代以来，随着炮火而来的西方文化，已

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冲击。在西方文化中，由于文艺复

兴和启蒙运动的影响，个人意识开始觉醒。在这样的思想

的影响下，民众开始对官方这种牺牲民众的利益来维护清

政府腐朽统治的行为产生质疑，这也是天津教案的处理方

案无法得到民众的认可的原因。

第二，清政府的政权统治已经走向腐朽。“政府和意

识形态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。有什么样的政府，就有什

么样的意识形态为其服务。政府对意识形态具有决定作用，

意识形态则反作用于政府。”[10] 清政府在这起教案事件中，

表现出来的是对外受到洋人的武力威胁无能为力，对内则

是对于民众的意愿无法做到正确引导。出现这种情况的原

因在于，在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下，清政府的政权

统治早已不适应于时代的发展。一个腐朽落后的官方政府，

面对体现其政权的意识形态危机，当然是束手无策，无法

得到民众满意的。

第三，清政府丧失了舆论的主导权和话语权。天津教

案中意识形态失控主要在于舆论引导的失控。对于天津教

案中的诱因——各种社会谣言，清政府并未做到及时澄清，

而是任其发展。更有甚者，清政府还发布了一条告示，在

告示中，官府别有用心地强调：“风闻该犯多人，受人嘱托，

散布四方，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，以作配药之用。”[11]

作为意识形态的主导者，清政府不但没有澄清谣言，引导

正确的社会舆论，还通过发布不正确告示这样的“官谣”，

促使社会舆论恶化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清政府是被社会舆论“牵

着走”的，失去了对于舆论的主导权和话语权，最终导致

了清政府的意识形态走向了失控。

四、余论

天津教案事件只是清政府在处理意识形态问题上的一

个缩影。事实上，步入晚清时期，清政府传统的意识形态

控制手段早已不适应时代发展。无法对舆论控制把握主导

权，同时没有同洋人交往的平等地位。面对中西文化冲突时，

清政府是无法掌控其意识形态控制的。

以古鉴今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的加大和国家实

力的日益提高，中西文化的冲突也将在一定程度内不可避

免。如今的我们，有着党的正确领导，有着强大的综合国力，

这是我们应对这一挑战的坚实后盾。而在意识形态政策上，

我们要充分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，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基

本国策的同时，以坚定的文化自信，采取扎实而稳固的意

识形态措施，以此应对日新月异的国际竞争，推动我们国

家的稳步向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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